
 

心理学报  2020, Vol. 52, No. 2, 197206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20.00197 

 

                       

收稿日期: 2019-02-01 
*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2018A02),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4YJC19002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招标项目(16ZDA232)资助。 
通信作者: 朱旭, E-mail: xzhu@mail.ccnu.edu.cn 

197 

咨询会谈中的人际互补及其与工作同盟、 
咨询效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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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Leary 的人际理论将人际互动行为划分为“情感”和“控制”两个维度, 互动双方在情感维度的一致性和控制

维度的互补性统称为人际互补。为探究心理咨询过程中人际互补的发展趋势及其与工作同盟、咨询效果的关系, 采

用电脑操纵杆方法, 编制《咨询会谈人际互补行为评分手册》, 对 16 个个案的 48 个心理咨询会谈录像进行评估。

结果表明：有经验的咨询师在咨询前期的情感轴一致性高于中期和后期, 在咨询后期的控制轴互补性高于前期和

中期, 新手咨询师的情感轴一致性和控制轴互补性均无阶段性差异; 咨询中期的情感轴一致性负向预测工作同盟

和会谈深度; 情感轴一致性呈高−低−高发展趋势的个案咨询效果更好。结论：心理咨询的人际互补三阶段模型得

到一定程度的支持, 其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 
关键词  人际互补; 工作同盟; 咨询效果; 电脑操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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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Leary (1957) 最 早 提 出 人 际 环 形 模 型

(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IPC), 该模型是由两个

正 交 的 坐 标 轴 组 成 的 环 形 , 横 轴 代 表 情 感 维 度

(affiliation), 两极分别为友好和敌意 , 纵轴代表控

制维度(dominance), 两极分别为控制和顺从。人际

互动双方的行为在人际环形中相互匹配的程度称

为人际互补(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Carson 
(1969)将人际互补定义为：人际互动双方在情感轴

上的行为相似, 即一方友好另一方也友好, 一方敌

意另一方也敌意 , 表现出一致性(correspondence); 
在控制轴上相反, 即一方控制另一方顺从, 表现出

互补性(reciprocity)。情感轴一致性和控制轴互补性

统称为人际互补原则。 
已有关于普通人际互动以及室友、师生、夫妻

等特定关系的人际互动研究均证实了人际互补原

则的存在(Lizdek, Woody, Sadler, & Rehman, 2016; 
Markey, Lowmaster, & Eichler, 2010; Markey, & 
Kurtz, 2006; Pennings et al., 2014)。在不同类型的人

际互动过程中 , 互补性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Dermody, Thomas, Hopwood, Durbin 和 Wright 
(2017)发现在夫妻双方的互动中, 情感轴一致性逐

渐增加 , 控制轴互补性则呈现高低交替循环的模

式 。 师 生 互 动 中 互 补 性 变 化 受 关 系 满 意 度 影 响

(Pennings et al., 2018)。研究还发现情感轴与理论假

设并不完全一致, 以友好回应敌意的互动出现频率

很高(Tracey, 2004)。于是 Horowitz 等人(2006)对人

际互补理论进行了修正, 认为情感轴应使用“冷漠” 
(indifferent)代替“敌意” (hostile), 因为从行为的动

机来看, 冷漠行为在邀请冷漠行为, 而敌意行为并

不一定邀请敌意行为。 
Tracey 和 Ray (1984)提出了心理治疗的人际互

补三阶段模型, 认为成功的治疗须经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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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高的互补关系, 中期不互补关系的出现, 末期

新的互补关系的建立, 即咨询师和当事人的人际互

补水平呈高−低−高的 U 形发展趋势。三阶段模型

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在 Tracey, Sherry 和

Albright (1999)的研究中, 20 名当事人接受限时的

认知行为治疗(每人限制 6 次会谈), 通过分层线性

模型分析, 发现咨询效果好的咨询在初期互补水平

高, 后来下降, 最后再次升高, 但末期的互补水平

低于初期。Altenstein, Krieger 和 Grosse Holtforth 
(2013)对抑郁症患者的认知行为治疗过程进行研究, 
选取治疗中间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会谈作为评估对

象, 首次在单次会谈中验证了 U 形互补曲线的存

在。然而, 情感维度曲线的二次系数非常小, U 形曲

线很难被直观感知, 因此情感轴一致性是否符合高

−低−高的发展趋势还有待进一步验证。Dietzel 和

Abeles (1975)发现在治疗早期和后期, 成功的心理

治疗中互补行为的数量和不成功的心理治疗无显

著差别, 但在治疗中期, 成功的心理治疗中互补行

为的数量显著少于不成功的心理治疗。有研究使用

社会行为结构分析法研究暴食症女性团体治疗过

程, 发现在治疗早期治疗师和当事人较高的互补水

平有利于治疗后症状的减少(Maxwell et al., 2012)。
Tracey, Bludworth 和 Glidden-Tracey (2012)同时对

治疗过程和督导过程进行研究, 证实了人际互补平

行过程的存在, 即人际互补的高−低−高 U 形曲线

同时存在于督导师−咨询师、咨询师−当事人的互动

过程中, 并且 U 形发展模式能预测好的治疗效果。 
Bernier 和 Dozier (2002)使用矫正性情绪体验

(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来解释非互补互动

的治疗意义。矫正性情绪体验是一个经验的再学习

过程, 通过将当事人暴露在新的咨询关系中, 促进

当事人产生与以往经历不一样的体验, 改变其僵化

的人际模式(Teyber & McClure, 2000)。咨询师非互

补的回应促使当事人产生矫正性情绪体验, 从而发

展灵活的人际策略。 
三 阶 段 模 型 也 受 到 了 一 些 研 究 者 的 质 疑 。

Friedlander (1993)认为并非所有的当事人都需要改

变不良人际关系, 故成功案例的互补性不一定呈三

阶段趋势。在治疗早期高互补性标志着咨询关系的

建立, 但是随后并不一定出现降低趋势(Thompson, 
Hill, & Mahalik, 1991)。临床实践中运用非互补回

应时应谨慎, 否则可能破坏咨询关系, 甚至导致当

事人脱落。 
人际互补与咨询师的经验、工作同盟等因素有

关。Tracey 和 Hays (1989)对经验不同的三类咨询师

(学生咨询师、有 1 年以上经验的实习咨询师和博

士咨询师)进行研究, 发现经验越丰富的咨询师人

际互补性越低。董艳宁(2015)发现有经验的咨询师

的会谈中情感一致性低于新手咨询师, 在控制轴的

互补性则无显著差异。Kiesler (1983)认为在治疗初

期为建立稳固的工作同盟, 治疗师可能会被当事人

“勾住” (hooked), 即以互补方式回应当事人僵化的

不适应行为。Kiesler 和 Watkins (1989)发现在治疗

早期, 人际互补和当事人、咨询师评定的工作同盟

都存在正相关。Chen 和 Bernstein (2000)发现在督

导会谈中, 高工作同盟组比低工作同盟组的人际互

补水平更高。也有研究发现人际互补并不能预测工

作同盟(Altenstein et al., 2013; Watson, Daffern, & 
Thomas, 2017)。之所以出现不一致的结论, 除了治

疗阶段、当事人的特点等其他变量的干扰, 还可能

和人际互补水平的测量方法有关。 
人际互补水平的测量方法总体上分为三种：特

质水平评估、聚合情景评估和行为交叉评估(Tracey, 
2004)。特质水平评估代表个体固定的、不受外界

影响的行为倾向; 聚合情景评估关注个体在特定的

关系或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行为; 行为交叉评估则以

行为序列为单位, 评估一个先前的行为和它所诱发

的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行为交叉评估能捕捉互动

的实时变化, 但操作起来费时费力。研究结果的不

一 致 往 往 与 三 种 测 量 水 平 的 混 淆 有 关 。 Sadler, 
Ethier, Gunn, Duong 和 Woody (2009)开发的电脑操

纵杆方法(computer-joystick method)为人际互补的

研究方法带来了突破。电脑操纵杆方法将实时发生

的行为看作连续流动的过程, 能展现双方互动的协

调性随着时间变化的轨迹。该方法还被广泛用于其

他 研 究 领 域 , 如 情 绪 二 维 结 构 的 测 量 (Sharma, 
Castellini, Stulp, & van den Broek, 2017)。 

虽然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的人际互补研究已

取得不少成果, 但仍面临研究方法上的局限。首先, 
研究者们对人际行为的编码标准存在争议。有研究

者 认 为 评 估 者 应 保 持 客 观 , 避 免 主 观 推 测

(Benjamin, 1979; Heller, Meyers, & Kline, 1963; 
Sadler et al., 2009); 有研究者则强调评估者应分析

人际行为背后的动机(Horowitz et al., 2006)。或许最

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外显行为和内隐动机之间找

到恰当的平衡点。其次, 没有针对心理咨询过程的

编码工具。已有研究都采用普通的人际互动编码标

准研究咨询过程, 未考虑咨询过程与普通人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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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Kiesler (1983)虽提出人际互动清单和心理

治疗互动清单加以区分, 但二者结构一模一样, 只

是心理治疗互动清单中的互动双方被改为了咨询

师和当事人。人际互动清单本身也因条目数过多且

表述含糊, 运用并不广泛。最后, 情感轴评分一致

性普遍较低。研究中的控制轴评分一致性达到了

0.70 以上, 而情感轴评分一致性在 0.32~0.40 之间

(Altenstein et al., 2013; Dermody et al., 2017; 董艳

宁, 2015)。一方面, 咨询中的情感成分除了包含咨

询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友好成分, 还包含双方

在会谈中被唤起的情感; 另一方面, 咨询师和当事

人的角色不对等, 无法用同样的标准衡量咨询师和

来访者的情感投入程度。 
综上所述, 本研究 将在国内 首 次检验心 理 治

疗中的人际互补三阶段模型 , 并通过研究其与咨

询师经验、工作同盟和会谈深度的关系, 对其起效

机制进行探索。同时, 本研究将采用电脑操纵杆方

法, 通过编制新的评分工具, 提高研究的评分者一

致性。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 G*Power 3.1 软件计算所需样本量, 设参

数 ƒ = 0.25, α= 0.05, 1 − β = 0.8, 分组数 = 2, 重复

测量次数 = 3, 各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 = 0, 计算

得到最低样本量为 44, 所需实验对象为 44 / 3 = 
14.7 人。从某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指导性研究”数

据库中选择声音和画面清晰的会谈录像。为尽量呈

现出咨询过程的阶段性, 选取已正常结案的、会谈

次数在 4 至 8 次的个案, 平均会谈次数为 5.8 次。

为保证会谈的同质性, 当事人所咨询的问题均为发

展性问题, 无明显精神障碍, 主诉包括拖延、缺乏

自信、感情问题、焦虑情绪等。一共 16 名当事人, 13
名咨询师, 3 名咨询师被选中两个咨询个案, 其余

咨询师每人被选中一个咨询个案。考虑到来自同一

咨询师的样本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比较了剔除 3 个

来自同一咨询师的个案前后研究结果的变化(详见

结果部分), 未发现明显差异。为保证样本量, 提高

统计检验力, 最终保留了来自同一咨询师的个案。

当事人均为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男生 5 人, 女生

11 人, 年龄 19 至 27 岁, M = 22.5 岁, SD = 2.4 岁。

咨询师中男性 3 人, 女性 10 人。咨询师咨询年限为

0.5 至 7 年, M = 3, SD = 2.3。咨询年限在 3 年以上

的划为有经验的咨询师, 3 年以下的划为新手咨询

师。有经验的咨询师 6 人, 平均咨询年限 5 年, 新

手咨询师 7 人, 平均咨询年限 0.5 年。咨询师对自

己的咨询取向进行 5 级评定, 平均分从高到低分别

为以人为中心取向(4.25)、认知行为取向(3.00)和心

理动力取向(2.50), 说明咨询师的取向以以人为中

心流派为主。 
以往研究中一般以单次会谈录像的 10 分钟作

为评估对象, 本研究根据个案的会谈次数, 分别截

取每个个案第一次会谈中间 15 分钟、会谈总时长

(对个案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会谈时长求和)的中

间 15 分钟、最后一次会谈中间 15 分钟作为咨询的

前、中、后三个阶段, 对所选时段的录像逐一评估。 
2.2  测量工具 
2.2.1  操纵杆装置 

本研究采用微软公司研发的力反馈摇杆, 将摇

杆连接到 windows 7 操作系统。安装操纵杆监控程

序 (joymon6.exe) (http://www.wlu.ca/science/psadler), 
将 x 轴标记情感轴, 最左端设置为冷漠, 最右端设

置为友好, y 轴为控制轴, 最下端设置为顺从, 最上

端设置为控制, 如图 1。x 轴和 y 轴的刻度极小值为

–1000, 极大值为 1000。评估者一边看会谈录像, 一

边移动摇杆(如图 2 所示), 其对应的点被呈现在笛

卡尔坐标中, 软件默认为每 0.5 秒记录一个点。评

估者需将手肘固定在桌面上, 依靠手腕和手臂的力

量移动操纵杆, 力量与移动速度都要适中。判断操

纵杆当前所在位置的依据除了视觉信息(屏幕上的

点), 还有触觉信息(操纵杆离坐标中心越远, 移动

它所需的力度越大)。 
 

 
 

图 1  操纵杆监控程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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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脑操纵杆装置示意图 
 

2.2.2  工作同盟问卷简版修订版 
工作同盟问卷简版修订版(WAI-SR; Hatcher & 

Gillaspy, 2006)由 12 个项目组成, 包括情感联结、

任务一致和目标一致 3 个维度, 每维度 4 个项目。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分数越高表示同盟越好。咨

询师和当事人双方在每次会谈结束后作答。在本研

究中, 当事人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为 0.74~0.84, 总分

为 0.89; 咨询师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为 0.66~0.86, 总

分为 0.92。 
2.2.3  会谈效果问卷 

会谈效果问卷(Session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SEQ) (Stiles & Snow, 1984)由 21 对双极形容词组成, 
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包括会谈深度、会谈顺畅性、

会谈积极性和会谈唤醒度 4 个维度。咨询师和当事

人双方在每次会谈结束后作答。本研究仅使用会谈

深度数据, 当事人评定的会谈深度 α 系数为 0.77, 
咨询师为 0.82。 
2.2.4  咨询效果问卷 

使用 Outcome Questionnaire-45 (OQ-45) (Lambert 
& Hawkins, 2004)测量治疗效果。OQ-45 由 45 道自

陈项目组成, 包括症状困扰、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

三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分数越高表示个

体状态越差。当事人在咨询开始前和咨询结束 1 周

后填写问卷, 评定自己在最近 1 周内的状态。本研

究中总分的 α 系数为 0.87。 
2.3  研究程序 
2.3.1  评分手册的编制与评估者的培训 

根 据 修 正 的 人 际 互 补 理 论 (Horowitz et al., 
2006), 使用“控制” “顺从” “冷漠” “友好”分别代表

控制和情感维度的 4 个端点。控制轴–5 到 5 表示从

极端顺从到极端控制, 情感轴–5 到 5 表示从极端冷

漠到极端友好。对于咨询师, 解释、指导、质对等

影响性技巧归为控制一端的行为; 复述、鼓励、倾

听等倾听性技巧归为顺从一端的行为; 共情属于友

好一端的行为; 冷漠一端的行为主要依据咨询师的

语音语调、肢体动作等非言语行为的变化, 如转移

视线、叹气、低头做记录、身体往后躺等。对于当

事人, 控制一端表示对会谈方向的掌控, 例如发起

某个主题, 希望对方配合自己; 顺从一端意味着跟

随对方的话题, 给予相应的回应或认可; 根据会谈

深度的三维模型(朱旭, 江光荣, 2010), 当谈话内容

越是触及个人、集中于情绪感受、聚焦于此时此刻, 
互动层次越深 , 代表当事人偏向友好一端; 相反 , 
谈论社会现象、理智化或远离当下则属于偏冷漠的

行为。 
招募两名心理咨询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评

估者(不了解人际互补理论及本研究的目的, 对会

谈中的咨询师和当事人不熟悉 , 且无咨询实践经

验)。两位评估者根据初始评估标准对会谈录像(不
包括正式研究数据)进行评估, 每次评估后研究者

通 过 互 相 关 (cross-correlations) 计 算 评 分 一 致 性 , 
评估者针对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讨论。为保证评估的

有效性, 评估的时间每天不超过 2 小时。经过大约

3 周的评估和讨论, 评分一致性稳定在可以接受的

范围内(达到 0.5 以上), 说明对评估标准基本达成

共识, 得到最终的《咨询会谈人际互补行为评分手

册》。 
2.3.2  正式评估 

每个会谈录像中的咨询师和当事人被单独分

开且不连续评估, 48 个会谈录像共需评估 96 次, 两

名评估者随机评估一半的数量。为检验评估的客观

性, 在所有被评会谈中随机抽取 3 个让另一位评估

者再次评估, 通过互相关检验评分一致性, 结果显

示控制轴评分一致性为 0.59~0.85, 情感轴评分一

致性为 0.51~0.75。Sadler 等(2009)认为用电脑操纵

杆评估互补行为时, 采用互相关计算评分一致性追

求的指标为 0.35~0.40 或更高。本研究中电脑操纵

杆方法的评分信度有明显提升。 
2.4  数据处理 

以会谈作为数据分析的基本单位。为保证数据

的有效性, 剔除每段评估录像前后 15 秒的数据。采

用两种方法计算人际互补水平：(1)绝对值, 情感轴

一致性 = |当事人情感 – 咨询师情感|, 控制轴互

补性 = |当事人控制 + 咨询师控制|。Altenstein 等

人(2013)使用该方法计算每个时刻的互补水平,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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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将每个时刻的互补值平均, 得到每个会谈的互

补性, 分别用情感轴一致性绝对值、控制轴互补性绝对值

表示, 数值越小(接近“0”), 表明情感轴一致性越高, 
控制轴互补性越高。 (2)互相关 (cross-correlation), 
用于分析两列时间序列的相关, 已在人际互补领域

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Slader, et al., 2009; Thomas, 
Hopwood, Woody, Ethier, & Sadler, 2014)。通过分

析每个会谈中咨询师和当事人的互相关关系图和

序列图, 选取适当的迟滞数(lag)使互相关系数取最

大值, 分别用情感轴一致性互相关、控制轴互补性互相关

表示。情感轴一致性互相关为正值, 数值越大, 情感轴

一致性越高; 控制轴互补性互相关为负值, 数值越小, 
控制轴互补性越高。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数据库中缺失咨询前期(第一次会谈)的工作同

盟和会谈效果数据, 咨询中期和后期人际互补、工作

同盟和会谈深度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结果见表 1。 
剔除来自同一咨询师的个案后, 各变量间的相

关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 只有后期咨询师和当事人

会谈深度的相关由 0.52 的显著相关变为 0.54 的不

显著相关, 这一变化可能和样本量的减少有关。采

用 Matlab 7.0 软件的 corr2 函数对删除来自同一咨

询师的个案前后两个相关矩阵进行比较, 发现两个

相关矩阵高度相似。 

3.2  情感轴一致性 
情感轴互相关系数平均值为 0.20, 单样本 t 检

验显示, t(47) = 7.17, p < 0.001, 即当事人和咨询师

在情感轴呈显著正相关, 表现出一致性。以情感轴

一致性互 相 关为因变量, 咨询师经验和咨询阶段为自

变量, 进行 2×3 的两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显示, 咨询师经验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30)= 1.85, 
p = 0.196, ηp

2 = 0.116; 咨询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30) = 1.71, p = 0.200, ηp

2 = 0.109; 交互效应边

缘显著, F(2, 30) = 3.07, p = 0.062, ηp
2 = 0.180。如图

3 所示, 有经验的咨询师在咨询前期情感轴一致性

互 相 关高于中期和后期(p = 0.059), 即情感轴一致性

呈现高−低变化趋势, 新手咨询师则无显著差异(p 
= 0.183)。 

以情感轴一致性 绝 对 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 
结 果 显示 , 咨 询 阶段 的主 效 应显 著 , F(2, 30) = 
3.96, p = 0.031, ηp

2 = 0.220; 咨询师经验的主效应不

显著, F(1, 30) = 0.06, p = 0.818, ηp
2 = 0.004; 交互效

应不显著, F(1, 30) = 0.60, p = 0.558, ηp
2 = 0.041。多

重比较检验发现前期情感轴一致性绝对值(M = 36.10, 
SD = 6.77)和后期情感轴一致性 绝 对 值 (M = 66.25,  
SD = 20.11)显著低于中期(M = 91.11, SD = 16.33), 
即情感轴一致性呈高−低−高变化趋势 (情感轴一

致性绝对值数值越小, 互补性越高)。剔除属于同一咨

询师的个案后 , 情感轴一致性的方差分析结果保

持不变。 
 

表 1  人际互补、工作同盟、会谈深度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n = 16) 
咨询阶段 变量 M SD WA 当事人 WA 咨询师 D 当事人 D 咨询师 C 互相关 R 互相关 C 绝对值 R 绝对值 

中期 WA 当事人 42.94 7.68 1              

 WA 咨询师 40.50 8.74 0.22 1            

 D 当事人 26.19 5.04 0.79** 0.24 1          

 D 咨询师 23.73 3.63 –0.06 0.48 0.08 1        

 C 互相关 0.13 0.12 0.03 –0.09 –0.13 –0.55* 1      

 R 互相关 –0.56 0.14 0.13 0.05 –0.00 –0.15 –0.13 1    

 C 绝对值 92.14 63.19 0.72** 0.16 0.54* –0.14 0.06 –0.12 1  

 R 绝对值 353.25 124.56 –0.35 –0.04 –0.27 0.45 –0.44 0.07 –0.26 1 

后期 WA 当事人 46.20 7.58 1              

  WA 咨询师 44.33 9.40 0.42 1            

  D 当事人 27.93 4.01 0.77** 0.57* 1          

  D 咨询师 23.80 6.73 0.21 0.41 0.52* 1        

  C 互相关 0.24 0.15 0.31 0.16 0.12 0.29 1      

  R 互相关 –0.62 0.13 –0.24 0.06 –0.09 0.18 –0.30 1    

  C 绝对值 65.02 77.76 0.45 –0.14 0.42 0.03 –0.07 –0.10 1  

  R 绝对值 330.18 101.41 0.13 –0.07 0.21 0.47 –0.16 –0.09 0.10 1 

注：**p < 0.01, *p < 0.05; C = 情感轴一致性, R = 控制轴互补性, WA = 工作同盟, D = 会谈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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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咨询师经验与咨询阶段对情感轴一致性影响的交

互作用 

 
3.3  控制轴互补性 

控制轴互相关系数平均值为–0.60, 单样本 t 检

验显示, t(47) = –29.71, p < 0.001, 即当事人和咨询

师在控制轴呈显著负相关, 表现出互补性。以控制

轴互补性互 相 关为因变量, 咨询师经验和咨询阶段为

自变量, 进行 2×3 的两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 主

效应与交互效应均不显著。以控制轴互补性绝对值为

因变量指标, 结果显示, 咨询师经验的主效应不显

著, F(1, 30) = 1.92, p = 0.187, ηp
2 = 0.121; 咨询阶段

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30) = 2.59, p = 0.093, ηp
2 = 

0.156; 交互效应显著, F(2, 30) = 3.78, p = 0.035, ηp
2 = 

0.213, 见图 4。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新手咨询师在咨

询前、中、后期控制轴互补性无显著差异, F(2, 30) = 
2.43, p = 0.106, ηp

2 = 0.14; 有经验的咨询师则存在

显著差异, F(2, 30) = 4.15, p = 0.026, ηp
2 = 0.22。具体

而言, 咨询后期控制轴互补性绝 对 值显著低于前期和

中期 , 即有经验的咨询师控制轴互补性呈现由低

到高的趋势 (控制轴互补性绝 对 值数值越小 , 互补性

越高)。 

 

 
 

图 4  咨询师经验与咨询阶段对控制轴互补性影响的交

互作用 

剔除属于同一咨询师的个案后, 控制轴互补性

的方差分析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只有咨询师经验和

咨询阶段对控制轴互补性绝对值的交互作用从显著变

为边缘显著, F(2, 30) = 2.94, p = 0.074, ηp
2 = 0.211。

显著性的改变可能与样本量减少有关。 
3.4  人际互补与工作同盟 

数据库中缺失咨询前期(第一次会谈)的工作同

盟数据。分别以中期和后期的工作同盟当事人为因变

量, 情感轴一致性和控制轴互补性为自变量进行分

组回归分析, 发现后期工作同盟的回归模型不显著, 
中期工作同盟的回归模型显著, 情感轴一致性绝对 值

进入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 β = 0.722, 回归变异解释

了总变异的 52.1%。以工作同盟咨询师为因变量不能

建立回归模型。 
在咨询中期, 情感轴一致性绝 对 值正向预测工作

同盟当 事 人 , 即情感轴一致性越低, 当事人评定的工

作同盟越好。分组回归的结果说明, 在不同的咨询

阶段人际互补对工作同盟的预测作用不同, 即人际

互补对工作同盟的影响受咨询阶段的调节。剔除来

自同一咨询师的个案后, 工作同盟对人际互补的线

性回归结果无显著变化。  
3.5  人际互补与会谈深度 

数据库中缺失第一次会谈的会谈效果数据, 分

别以中期和后期的会谈深度当事人、会谈深度咨询师为因

变量, 情感轴一致性和控制轴互补性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后期回归模型不显著, 中期回

归模型显著, 结果见表 2。 
在咨询中期, 情感轴一致性绝 对 值正向预测会谈

深度当事人, 情感轴一致性互相关负向预测会谈深度咨询师, 
即情感轴一致性越低 , 咨访双方均认为会谈越深

入。与工作同盟一样, 人际互补对会谈深度的影响

也受咨询阶段的调节。剔除来自同一咨询师的个

案后 , 会谈深度对人际互补的线性回归结果无显

著变化。  
3.6  人际互补的发展趋势与咨询效果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探索人际互补的发展趋势。

以三个阶段的情感轴一致性互 相 关为聚类变量, 用组

间联结法进行层次聚类。考虑到注重变量值的变化

模式而非大小差异, 故选用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相

似性测度, 聚为一组的个案在聚类变量上有相似的

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可以将所有个案分为两类：呈

现高−低−高三阶段发展趋势的 9 个个案(Ⅰ类)和非

该趋势的 7 个个案(Ⅱ类)。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 指

定分类数为 2, 采用迭代聚类法重新进行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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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咨询中期会谈深度对人际互补的线性回归(n = 16)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t p R2 

会谈深度当事人 情感轴一致性绝对值 0.043 0.018 0.539 2.396 0.031 0.291 

会谈深度咨询师 情感轴一致性互相关 –16.419 6.864 –0.553 –2.392 0.033 0.306 

 
所得分类结果与层次聚类接近, 仅有两个个案归类

不同, 说明聚类分析所得结果较稳定, 最终保留两

类的分类结果。以情感轴一致性绝对值为聚类变量未

发现明显规律, 分析控制轴互补性发展趋势也未发

现明显规律。 
为控制前测对后测咨询效果的影响, 以结案时

当事人的 OQ-45 水平作为因变量, 初始 OQ-45 水

平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用回归方程的预测值减

结案时当事人 OQ-45 的实际得分作为咨询效果指

标, 数值越大表示咨询效果越好。对Ⅰ类和Ⅱ类个

案的咨询效果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 t(14) = 
2.446, p = 0.028, Cohen’ d = 0.44。Ⅰ类个案的咨询

效果(M = 8.34, SD = 14.46)显著高于Ⅱ类个案(M = 
−10.78, SD = 16.82), 即情感轴一致性呈高−低−高

三阶段发展趋势的个案咨询效果更好。 

4  讨论 
4.1  咨询师经验对人际互补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不同经验的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

会呈现不同的人际互补发展趋势。以绝对值作为情

感轴一致性的指标, 前期和后期的情感轴一致性均

显著高于中期, 呈高−低−高趋势, 与人际互补三阶

段模型一致。使用互相关法计算情感轴一致性时, 
新手咨询师情感轴一致性不存在阶段性差异, 有经

验的咨询师在咨询前期高于中期和后期, 呈高−低

趋势。 
在控制轴, 新手咨询师无阶段性差异, 有经验

的咨询师咨询后期的互补性显著高于前期和中期, 
呈低−高的趋势。Altenstein 等人(2013)发现与情感

轴不同的是, 控制轴除了呈现高−低−高趋势外, 在

前期一小段时间内有一个从低到高逐渐增加的趋

势, 即出现一个“热身”阶段。本研究并没有对个案

的所有会谈进行评定 , 很可能未能捕捉到“热身”
阶段的增长趋势, 导致前期互补性较低。导致高−
低−高趋势不明显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咨询流派的

差异, 如 Tracey 等(1999)的研究采用限制 6 次会谈

的认知行为治疗, 咨询各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非常明

确, 更容易表现出互补性差异, 而本研究的咨询师

以以人为中心取向为主, 指导性较弱, 所以阶段性

并不明显。 
情感轴与控制轴的人际互补发展趋势虽有差

异, 但咨询中期互补性较低这一结论是稳定的。有

经验的咨询师互补性表现出阶段性变化, 而新手咨

询师则倾向于保持不变。已有研究发现有经验的咨

询师互补水平更低(董艳宁, 2015; Tracey & Hays, 
1989),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有经验的咨询师在咨询

中期表现出更低的互补性。新手咨询师更容易“迎

合”当事人有问题的人际模式, 与当事人的互动更

接近普通的人际互动; 有经验的咨询师则能适当采

取非互补的回应方式, 促进当事人产生矫正性情绪

体验, 从而获得领悟和治疗改变。 
4.2  人际互补与工作同盟 

分组回归分析发现, 人际互补对工作同盟的影

响受咨询阶段的调节。Altenstein 等人(2013)采用电

脑操纵杆方法发现情感轴一致性和控制轴互补性

并不能预测工作同盟, 原因很可能是未考虑咨询阶

段的影响。Kiesler 和 Watkins (1989)的研究发现在

治疗早期人际互补和工作同盟呈正相关。本研究发

现在咨询中期情感轴一致性绝对值正向预测工作同盟, 
即情感轴一致性越低, 工作同盟越好。两个结论相

互补充, 说明在咨询前期的高互补性和中期的低互

补性有助于工作同盟的建立。 
4.3  人际互补与会谈深度 

在咨询中期, 情感轴一致性绝 对 值正向预测当事

人评定的会谈深度, 情感轴一致性互相 关负向预测咨

询师评定的会谈深度, 说明情感轴一致性越低, 会

谈越深入。这一结论与 Bernier 和 Dozier (2002)的
“非互补性互动促进矫正性情绪体验”观点一致。此

外, 在感到不被理解或不被关注时, 当事人认为会

谈是浅显的, 当感到压力较小、舒适的时候, 当事

人认为会谈更深入(Stiles et al., 1994), 也说明情感

轴的互动会影响会谈深度。 
4.4  人际互补与咨询效果 

本研究发现情感轴一致性呈高−低−高发展趋

势的个案咨询效果更好, 支持人际互补三阶段模型

(Tracey & Ray, 1984), 但控制轴互补性未发现同样

的结果。虽然有学者采用矫正性情绪体验解释三阶

段模型的治疗机制, 但未有实证研究来检验。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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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咨询中期较低的人际互补性能预测更高的

工作同盟、更深的会谈深度。Altenstein 等人(2013)
发现互补性越低, 会谈唤醒程度越高。据此, 可以

对人际互补三阶段模型的治疗机制作初步假设：咨

询中期较低的互补性通过增加工作同盟和会谈效

果而促进治疗效果。 
4.5  研究启示、不足及展望 

临床实践上, 人际互补理论可以作为对当事人

进行概念化和制定咨询目标的依据。人际互补在咨

询过程中呈现阶段性变化, 咨询中期较低的人际互

补对促进工作同盟和咨询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例如, 
为建立治疗关系, 咨询师在咨询前期通过互补的反

应“迎合”当事人, 但随着治疗的进行, 咨询师开始

采取非互补的回应方式, 帮助当事人觉察和反思自

己的人际特点, 产生矫正性情绪体验, 最后建立更

健康的人际互动方式。未来还可以在人际互补的理

论框架下对新手咨询师进行训练, 帮助咨询师在咨

询过程中觉察自己和当事人的互动模式, 优化干预

策略。 
本研究中电脑操纵杆评分一致性达到 0.50 以

上, 为采用操纵杆方法及《咨询会谈人际互补行为

评分手册》进行咨询中的人际互补研究提供了支持

证据。研究过程中发现电脑操纵杆方法的使用存在

个人差异 ,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这一因素有

关。首先, 不同评估者移动操纵杆的轨迹存在差异; 
其次 , 评估者的主观偏好和性格特点影响评估结

果。今后可通过适当增加评估者人数增强研究结果

的可靠性。本研究的人际行为评分手册是从研究者

的角度制定的, 未来也可以探索当事人和咨询师对

人际互补经验的理解并以此形成评估指标。 
本研究未发现控制轴互补性与工作同盟、咨询

效果等变量的关系, 可能因为控制轴互补性普遍较

高, 出现了“天花板效应”。相较于情感轴, 控制轴

的评分一致性更高, 而“天花板效应”则提示控制轴

的评估可能缺少敏感性 , 难以捕捉到互动的差异

性。本研究未对个案的所有会谈进行评估, 只选取

了前、中、后三个阶段, 可能是导致人际互补高−
低−高发展趋势并不突出的原因。工作同盟在咨询

过 程 中 会 出 现 同 盟 破 裂 −修 复 片 段 (Stiles et al., 
2004; 朱旭, 胡岳, 江光荣, 2015), 本研究采用单

次会谈的工作同盟数据得到的工作同盟与人际互

补的关系需谨慎解释。本研究采用互相关和绝对值

两种方法计算互补性, 结果不完全一致。互相关法

是计算时间序列数据的首选方法, 但对样本量和数

据要求较高, 本研究因样本量和数据的局限采用绝

对值法作为补充。 

5  结论 
有经验的咨询师的人际互补在情感轴和控制

轴呈现阶段性变化, 而新手咨询师则保持不变。情

感轴一致性呈高−低−高发展趋势的个案咨询效果

更好, 心理咨询的人际互补三阶段模型得到一定程

度的支持。咨询中期较低的人际互补性能预测更高

的工作同盟、更深的会谈深度, 可能是人际互补三

阶段模型的起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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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in counsel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orking alliance and therapeutic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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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ry’s circumplex model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categorizes the manifestation of personality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to two dimensions: affiliation (i.e., hostile-friendly) and control (i.e., 
dominant-submissive).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refers to mutually adjusted and complementary behaviors 
along the affiliation and control dimensions during dyadic interactions, such that greater dominance in one 
partner invites greater submissiveness in the other (i.e., reciprocity) and greater friendliness invites greater 
friendliness (i.e., correspondence). The first aim of the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assessment manual to reliably 
measure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using the computer joystick method. Using this innovative measurement 
method, the study tested the high-low-high pattern of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in early,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therapy sessions,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therapists’ experience, working alliance, session depth and therapeutic outcomes. 

Segments of early (first session), middle (sessions between first and last sessions), and late (last session) 
stages of session video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Directiveness Research” database from a university counseling 
center in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48 selected segments were from 16 clients (5 male and 11 female) working 
with 13 therapists (3 male and 10 female) for 4 to 8 sessions (M ＝  5.8). Using the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Evaluation Manual of Counseling, two well-trained raters performed joystick assessments of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In addition, therapists and clients filled out WAI-SR and SEQ after each session, 
and clients filled out OQ-45 at the start of treatment and one week after termi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rapists’ experience and counseling stage had an interactive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Specifically, experienced therapists (more than 3 years of experience) showed 
higher correspondence of affili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and higher 
complementarity of dominance in the late stage than tha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stages. In contrast, novice 
therapists (less than 3 years of experience)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over 
the three stages; (2) In the middle stage, the affiliation correspondence negatively predicted working alliance 
and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negatively predicted session depth; (3) The cases with a high-low-high 
pattern of affiliation correspondence tended to have better therapeutic outcomes. 

Results provided partial support for the three-stage high-low-high model of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in psychotherapy. Findings help shed light o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e three-stage model of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because lower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uniquely predicted greater working 
alliance and session depth in the middle stage of therapy.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complementarity; working alliance; therapeutic outcomes; computer joy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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